
第50卷第6期
2023年11月
Vol 50 No 6
November 202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SocialSciencesEdition 

多重证据视域下
藏羌彝走廊石表述的迁播与交融

刘波 杨茜雯

  摘要:藏羌彝走廊有着丰富的石表述,其中石棺葬、白石、石碉形成相近文化圈,此外泛石、巨石崇拜也很流行。

石是多种信仰的载体,也是多种文化的表征,对石的表述连接着历史以来藏羌彝走廊人群的迁徙以及文化的传播、

分化、交融。从多重证据的互证,可以探析到藏羌彝走廊石表述迁播的线索与结晶,对认识今天藏羌彝走廊民族的

关联与共性具有根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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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表述”指藏羌彝走廊多民族共同信仰的石的叙事。这一“表述”,不仅包括口头或文字为载体的石的

故事,而且包括各种文化文本,如考古出土的物象、图谱,历史遗迹,民间的符咒、图腾,以及仪礼和转山朝圣

等活动,乃至现代式的博物馆、教科书和影视传媒及网络博客等在内的各种行为①。藏羌彝走廊各民族石表

述非常丰富,不仅保留在民间文学中,而且各民族石崇拜迄今并未停止,在民俗生活、节日仪式、文旅发展中

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目前学界石崇拜的研究已不少,讨论国内单个民族石表述的也较多②,但从文化迁播的角度讨论藏羌彝

走廊上石表述及其文化圈的形成等还不够细致、丰富。本文拟采用文学人类学的四重证据法③,从民间文

学、民俗生活、考古发现、文献记载等多层面的互证,由证据间性中探究藏羌彝走廊石表述的源与流,剖析多

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线索和结晶,从实证角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基。
一 藏羌彝走廊石表述的典型与多元化

藏羌彝走廊涉及的民族众多,多为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民族。这些民族中的石表述非常丰富,大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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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徐新建《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起点和核心———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而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1期,第150页。
参见:仇保燕《藏族的石崇拜与敬奉倍至的经石艺术》,《华夏文化》2002年第3期,第49-50页;张犇《羌族白石装饰表现形式的地域性分

析》,《装饰》2007年第3期,第88-89页;杨福泉《纳西族木石崇拜文化论》,《思想战线》1989年第3期,第49-55页;董旭《海南黎族的“石
崇拜”》,《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31-32页;等等。
第一重证据指文字训诂考据,第二重证据指出土文献,第三重证据指人类学、民族学的参照资料,第四重证据指考古实物与图像。参见:杨
骊、叶舒宪《四重证据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以分成对泛石、白石、巨石的崇拜,以及作为历史遗产、文旅融合名片的石棺葬、大石墓、石碉等的表述等。
(一)藏羌彝走廊石表述的典型

白石崇拜及其表述是藏羌彝走廊最具生命力的石表述典型。藏羌彝走廊上的羌族、藏族、普米族、纳西

族等都流行白石崇拜。他们或视白石为山神、土地神,或视为祖神,或视为火神,或作为驱鬼辟邪用,要么供

奉于屋顶上,要么供奉于神龛内,要么供奉于火塘旁,在村寨的山头和树林中也供奉,并以各种形式进行祭

祀。可以说,关于白石的生活表述很丰富。在这些民族的民间文学中,“白石”的故事也很精彩。
白石表述以羌族最具代表性。历史上载入汉文史籍的羌族白石叙事难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各民族一律平等并实行区域自治,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进入勃兴时期,大量关涉白石崇拜的民间叙

事得以整理保存。笔者根据这些资料并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发现羌族的白石崇拜可分为四种系列。
其一,以白石作为“祖神”。以羌族《木姐珠与斗安珠》的族源神话为代表。在诗中,有四处出现了“白

石”。第一处是斗安珠为求娶天女木姐珠遭受严峻考验而被烧伤,白石的神力挽救了斗安珠的性命;第二处

是木姐珠下嫁斗安珠后,母亲给木姐珠白石作为陪嫁,以联通天上人间的音信;第三处是木姐珠与斗安珠在

凡间建房后将白石供立房顶上;第四处表明白石即是天界的代表,是神圣祖源之物的载体①。
其二,以白石作为战争中的神力武器。以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为例。诗中叙述羌人被敌军追赶,“木姐

天宫往下看:‘啊! 我的子孙遭灾难!’白衣女神立云间,三块白石抛下山;三方魔兵面前倒,白石变成大雪山。
三座大雪山,矗立云中间;挡着魔兵前进路,羌人脱险得安全”②。可见,在危难之际是始祖母神抛下白石变

成雪山阻挡了敌军的进攻,羌人才得到生存的机会。在羌人与戈人的正面交锋中,“白构出阵很沉着,三块白

石击戈人;白石击中格波头,头破满脸鲜血淋。天神一声喊,羌戈开了战,白石雪团乱飞舞,霎时天昏地也暗。
羌戈第一战,羌人得胜凯歌还;消灭无数戈基人,鲜血洒满大雪山”③。“白石”在这里是羌人战胜对手的第一

法宝。
其三,以白石为火神。以神话《热比娃取火》为代表。在四川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采录的神话《热比娃取

火》中,明确地说白石是火神。热比娃用父神给他的两块白石相撞生火,将火种取下凡间,“直到现在,羌族民

间仍有尊重火的习惯:如人不能从火上跨过,火塘上不能伸脚,火塘架下不能掐虱子,不能烤尿布等。否则就

认为是对火神的侮辱,主人是不答应的”④。
其四,以白石为救灾之神或财富来源。《白石神的来历》、《传说萝卜寨》等讲述白石是让村民化险为夷的

救灾之神,白石变为金银等⑤。
除羌族外,在藏族广泛流传着白石信仰,嘉绒藏族及雅砻江以东操地脚话的藏族支系如木雅、扎巴、纳木

依、里汝、多须、贵琼、尔苏也常见白石表述,将白石视为多种神的象征。
首先,藏族将白石视为祖神。如在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向东牧场流传的民间故事《人类三始祖》,讲述白

石是男性始祖的源地,将白石视为人类生命的来源之一⑥。四川境内的尔苏藏族,自称“布尔友”,意为白石,
传说在东海有一块巨大的白色石块,尔苏人就是从白石里出来的,因此每家都在神龛上供一块白石⑦。尔苏

藏族有民俗节日“环山鸡节”,其白石崇拜古风沿袭至今,成为尔苏藏族祖先崇拜的典型⑧。
其次,藏族还将白石视为土地神、山神、保护神、家神等。如西藏有崇奉“金石头妈妈”的民俗活动,在需

要耕种的农田安放白石、煨桑,套上装饰华美的耕牛,绕着白石小心犁出五道菜畦,撒上五种作物的种子,唱
祈神歌,祈求“金石头妈妈”保佑农田丰收⑨。居住于四川阿坝州的嘉绒藏族,在屋顶供奉白石,门顶框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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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世泽、时逢春搜集整理《木姐珠与斗安珠 羌戈大战 羌族民间叙事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版,第54、77、80、83页。
罗世泽、时逢春搜集整理《木姐珠与斗安珠 羌戈大战 羌族民间叙事诗》,第102页。
罗世泽、时逢春搜集整理《木姐珠与斗安珠 羌戈大战 羌族民间叙事诗》,第121页。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下)》,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1124页。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下)》,第1156页。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下)》,第937页。
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463页。
雅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雅安年鉴·2013》,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版,第271页。
廖东凡《雪域西藏风情录》,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89页。



的两块长片白石刻有经文,认为能驱邪。嘉绒藏族生活在墨尔多神山一带,木雅藏族生活在贡嘎山一带,山
顶都终年积雪,故而白石常代表雪山,是山神所在之处,山神也是土地神。在各省藏族聚居区普遍能看到的

嘛呢堆,也是以白石崇拜为基底、加上了藏传佛教元素后的产物。嘛呢堆以石堆成,形似山丘,即是表达对山

神的崇敬。
在普米族的白石崇拜中,将白石视为祖神的现象也常见。其祖先神话《久木鲁的故事》,讲天女与石人巴

窝结婚,繁衍了普米族与摩梭人的祖先①。学者们的调查报告也搜集到了相似的口头叙事:天地洞开时,天
上降下吉泽乍玛女神,与巴窝石人结婚,生了很多孩子②。

普米族也将白石视为火神。如其谚语所说:火之父是铁冗目堆铁器,火之母是地球上的白石头。在今天

普米族的民俗生活中,可以看到传统普米族村寨中有火塘的村民,就会供奉白石,兰坪地区的普米人会在装

有逝者的棺材盖板上放13颗白石子,白石有助火或引领逝者走向光明之意③。
在纳西族的白石崇拜中,主要将白石视为保护神。纳西族创世神话《创世纪》中讲到石头保护了人祖利

恩④。在今天的民俗生活中,纳西族也把白石视为“东神”、“色神”这样的门神加以崇拜。白石也是神秘武

器,在东巴驱鬼时会用到白石⑤。纳西族还将白石赋予驱邪禳灾和赐福的功能。
从上可见,白石是藏羌彝走廊上多民族多种祈愿的载体和神灵象征。
(二)藏羌彝走廊石表述的多元化

除白石崇拜及其表述外,以岷江、大渡河、雅砻江上游为中心,有许多古代留下来的石碉,成为当地的文

化名片之一。当前羌藏等族的民俗活动多在石碉下举行,如嘉绒藏族的男女在石碉下举行成人仪式,结婚或

逢年过节集体跳“锅庄”时在石碉下进行。石碉的相关民间故事也很多,一些碉楼分布区普遍流传碉楼是“为
祭祀天神”或“镇魔”而建的传说⑥。当下也有在文旅融合背景下修复和重建石碉的,如茂县牟托羌寨新建的

文化广场与石碉等。
此外,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川西高原发现数百处古代遗留下来的石棺葬,其特点是用石板或石块垒

砌墓室。这是文化遗址类的石表述。据20世纪80年代的田野调查,在四川凉山州的冕宁、越西、甘洛等地

的藏族,“他们大多把白石竖在墓葬的封土堆顶,个别则直接放入墓内,数量1-3块不等。历史上他们向以

火葬为主,间有石棺葬”⑦。目前在藏羌彝走廊有碉楼的地方都有石棺葬,而从田野调查来看,石棺葬与白石

崇拜有时同时并存。
除石碉和石棺葬外,藏羌彝走廊对巨石及任意形制石的崇拜与表述也很多。如白族的《观音老母负石阻

兵》⑧、傈僳族的《石公鸡》⑨、苗族的《哈力布》等民间口传叙事都表现了对各种石的崇拜。白族也崇拜巨石

及石刻造像。在四川境内与尔苏藏族相邻的彝族居住区,以石为魂。根据笔者的田野访谈,彝族当地文化人

指出,他们在祭祀环节时常用石块,藏族、彝族都有巨石崇拜。巨石崇拜包含墓葬、列石、独石等多种形式,
四川省凉山州、攀枝花市和云南省大理、楚雄两州交界处等属今彝族聚居地区,有不少古代遗留下来的大石

墓,即其表征。云南的彝族崇尚石头之风颇盛,有的村子奉村边巨石为石神,家家供奉着石头的象征物“米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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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①。彝族对石头多以生育神视之,但不限于某种具体的石,青石、大风石、红砂石等均可②。
由上概观,从民间故事、民俗生活到历史遗迹遗存,藏羌彝走廊有着丰富的石表述。那么,应如何认识彼

此间的关联? 石表述是各自源发的,还是传播的? 最初起源于哪个民族,源自何时? 由于民间文学和民俗习

惯本身的始传时间及首倡者是难以肯定无误地确定的,常包含多个时代的内容,是集体加工的结晶,因而在

回答上述问题时需要借助其他证据进行互证与推论。
二 考古物象证据下石表述的起源与迁播试探

石表述来自石崇拜,而“崇拜”首先是一种精神现象。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石崇拜,不少学者认为崇拜石头

是人类原始思维和野性思维的共性所致,“其主要的共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某种石有功于人,人们感激

它、崇拜它;二是某种石与众不同,使人感到神秘,于是人们神化它,奉之为神”③,认为“绝大部分石崇拜属于

自然宗教信仰的范畴,它们的相似相同在于它们产生于相同的‘场’,而不是在于它们之间的传播”④,从而否

定石崇拜、石表述的传播学说。也有学者从考古学、民族史、民俗学等角度探讨石崇拜的源流,尤其就白石崇

拜而言,认为白石崇拜与石棺葬文化、甘青地区的原始文化有较大渊源,白石崇拜是人群迁徙、文化迁播的结

果⑤。就藏羌彝走廊的石表述而言,传播的可能性更大。
石表述应来自原始文化的符号编码。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在藏羌彝走廊的北端即藏羌民族杂居地

区,同时也是白石崇拜密集的岷江上游和大渡河流域,可以看到数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岷江上游的波

西遗址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凤仪镇平头村波西组,距今6000-5000年。营盘山遗址与之邻近,也位于茂

县凤仪镇,发现石棺葬墓200余座,在清理的一些石棺墓内发现有白色石子随葬,学者推测应与当时民族风

俗崇拜有关⑥。营盘山遗址,碳14测年数据经树轮校正后的年代范围为距今5100-4800年⑦。大渡河流域

的罕额依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4800-4000年),位于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村,在遗址中及其外围有大量

石棺墓分布。
丧葬是人类处理生死大事的重要文化表征,是物质与精神信仰的集中体现。以石棺为丧葬方式,除受当

地石料便利这一地理环境影响外,还体现出对石头的崇拜。
岷江上游和大渡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属同一文化系统,又以岷江上游时间为早。据营盘山新石器时

代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陈剑介绍,“以营盘山遗址为中心,包括波西等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内的营

盘山大型遗址群,在时间及空间之上均有各种联系……是藏彝走廊地区乃至长江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

最大、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它代表了5000年前藏彝走廊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

准”⑧。
那么石棺葬是否就是源发于岷江上游的史前文明呢? 对石头的崇拜是否就源发于这里呢?
从考古发现及文献资料来看,中国东北、西北、西南都存在石棺葬。西北与西南的石棺葬相似更多,与东

北差异较大,故西北与西南属相同文化圈。西北地区的石棺葬,就目前所见考古资料,最早出现于马家窑文

化中,但还是小众现象。到青铜时代的卡约、寺洼文化时期,已常见石棺葬。在西南地区,发现较早的石棺葬

是大渡河流域的新石器晚期的石棺葬⑨,但极少见。到中原的商周时期,以岷江上游为节点,才出现了石棺

葬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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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营盘山的考古发现也吻合。对营盘山的石棺葬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营盘山遗址石棺葬为春秋战

国时期的墓葬①。岷江上游茂县的别立村石棺葬中有白石随葬的现象,体现了白石崇拜思想,但考古鉴定该

处石棺葬中最早的墓葬可能也只是战国早期的墓葬②。
石棺葬与白石崇拜关系紧密,且石棺葬与石碉或许根植于某种久远的崇拜传统③。但是,不能将石棺葬

与白石崇拜等同,因为在墓葬中随葬白石才表现“白石”的特殊,而并非棺椁用石头就能将之等同。那么石棺

葬与白石崇拜、石碉建筑的具体联系是什么,体现了背后人群之间的什么关联? 大石与泛石崇拜与这些石表

述是否有源流关系?
(一)墓葬考古中的石崇拜源流

在陕西华县、渭南两地发掘的基本保存完整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墓地,即元君庙仰韶墓地中发现“放
置着许多砾石”④,“这可能是迄今所见的考古材料中时代最早的用砾石随葬的情况”,“它很可能就是处于新

石器时代原始社会的人们对石头崇拜的萌芽”⑤。
马家窑文化上承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下接齐家文化⑥,包括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四个

类型。其中,在半山-马厂文化的墓葬中,也有用砾石或小白石随葬的情况。青海民和新民发掘的130余座

马厂早期墓葬,“有的墓葬在墓口处堆放砾石,有的在骨架脚的部位置放砾石,还有的在墓坑中放一二块砾

石”,另外柳湾原始公社墓地的半山、马厂类型的墓葬中“也有用砾石,小白石随葬的”⑦。
到齐家文化时期,随葬白石(或石块)的现象在甘南一带就常见了⑧。齐家文化的墓葬随葬白石、砾石的

现象非常明显。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队1974年的考古发掘报告,可以看到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

文化遗址已经清理的79座墓葬中,有8座发现有白色石块(片)随葬。这些墓葬中的数目不等的白色小石,
大都放在骨架的肱骨或盆骨旁,还有将石片涂成红色,放在骨架背部下面的⑨。这种涂红和放置白色石块应

该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意味的形式”,是原始信仰的表征。在齐家文化中,白石多随葬于男性和成人,也不是

随意的,应是将白石视为保护氏族的武器。
与齐家文化有一定渊源关系的卡约文化,其墓葬也有随葬石块的情形。如在下半主洼卡约文化墓地中,

M8墓主颈部散布着20余枚石珠。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报告,寺洼墓葬中也随葬砂石片、大石砾。
后来,岷江上游的茂县随葬有早期寺洼文化陶器风格的石棺葬,成为当地最早的石棺葬代表,其年代大致相

当于中原地区的晚商或商周之际。到春秋战国时期,在今四川茂县别立村和勒石村发现的战国时期石棺葬

中存在石头随葬的情况,根据考古报告,墓内随葬有白云石碎块,“白石发现于第二期的一些墓葬中作为随葬

之用,可能是表明石棺葬人的一种原始宗教”。
根据上述考古发现,可见仰韶文化遗址中已有石头崇拜的萌芽,半山-马厂文化遗址可能是白石崇拜的

源头。石崇拜一般包括“泛石”、“特石”、“人造石”崇拜几个阶段。最初可能只是地理出产的方便,对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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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特别的限定,随机使用的石头就被赋予特别意义,是泛石崇拜的表现。在齐家文化时期白石崇拜已成

形,说明已进入“特石”崇拜阶段,到四川茂县地区石棺葬随葬白石时已是这种崇拜与习俗的遗留。
(二)从文化迁播的角度尚存的异议

西藏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西藏存在着一种从新石器传统上发展起来的巨石原始文化。学者推测有一条

通过库库诺尔地区的欧亚大平原通道进入西藏中部或许一直延续到后藏①。库库诺尔即青海湖。在藏东地

区发现卡诺文化遗址(距今约5000-4000年),文化与甘青相似,又有西南地区的元素,推测其迁播路线可能

是黄河上游人群向西迁徙,经青海通天河草原一带沿河谷南下,进入今藏东地区。此外,在藏羌彝走廊南端

即滇西、滇西北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普遍晚于北部,大多是在距今4000年以下②,“这就从考古年代上反

映了源自甘青的藏彝走廊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是渐次由北向南推移、传播和发展的”③。
到了商周之际,西南地区石棺葬突然流行,并带有一些甘南地区齐家文化的色彩。“分布在岷江上游、川

北草原到青衣江、大渡河、雅砻江及滇西北、藏东这一广阔范围的石棺葬普遍随葬磨压螺旋盘曲羊角暗纹或

捏塑牛头纹双大耳罐,此类元素起源于岷江上游,逐步向西南一带扩散”,且“川西北石棺葬随葬白石的习俗

应源自甘南”④。学界认为半山-马厂文化是羌人先祖的文化⑤,卡约文化是羌人的文化⑥,寺洼墓葬有火化

尸骨现象,推断寺洼文化与氐羌有关⑦。因而从考古学来讲,走廊的泛石、巨石崇拜源自北方,石棺葬及白石

崇拜的源地在西北氐羌人群居住地,而岷江上游则是文化传播的关键节点。
不过,从石碉的角度来看,马长寿认为“中国之碉,仿之四川;四川之碉,仿之嘉戎”⑧,石碉是从嘉绒藏族

所居之川西北为源地不断迁播出去的。杨嘉铭依据丹巴中路罕额依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提出

始建石碉的两种可能推测:一种认为始建者为丹巴“中路人”,与蚕丛同源;另一种认为“中路人”原为世居大

渡河上游的原始土著先民,经“羌戈大战”,戈人西移后融入为戈人⑨,将大渡河与岷江上游都视为文化源地。
徐学书认为,石碉也可能是西汉中期岷江上游的原住民冉駹、夷人为抵御在西汉王朝军事压迫下由北方大规

模南下的羌人的军事进攻而发明修筑的。可见,在时间、族属、源地上,学界的看法是有差别的。此外,西
南地区各地石棺葬都存在随葬与不随葬白石的情况,可知石棺葬与白石崇拜不能等同。

这些未辨析的细节及异议,还值得结合更多证据进一步探讨。
三 传世文献、民间文学与考古互证石表述及其迁播的可能性分析

岷江上游是藏羌彝走廊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高峰和文化扩散的中心。其文化虽然呈现西北迁来的古氐羌

人的特点,但很可能也是文化复合的产物。
传世文献和民间传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即

今雅砻江,是连接北方草原的主要通道。
《华阳国志·蜀志》载: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
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

上古史的记载虽有神话历史化的成分,不过作为历史心性的体现,说明在古人心中,在古蜀人的构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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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75页。



有一支来自黄帝部落,有黄帝一系的血脉,与华夏族同源共祖。不管这是来自大一统后根谱叙事的话语策

略,还是实际如此,都说明古蜀存在异文化的交流与涵化。需要注意的是,“昌意娶蜀山氏之女”,“蜀山氏”是
一个部落的名称,岷江上游一带的一大片山脉都是蜀山,这里到大渡河、雅砻江存在一个东西向的文化带,距
离不远。从地名看,与黄帝部落联姻的蜀山氏,应是当地原有土著族群。而《史记》载黄帝娶嫘祖,嫘祖为蜀

人,蚕桑正以四川为源地,从“蜀”字意为野蚕可知。这些两族联姻的传说,应正是外来与本土相结合这一远

古历程在蜀地和中原文献系统中留下的印记。
考古文物也可作佐证。如营盘山遗址“出土的穿孔石片、石网坠和涂红石块则为甘青地区同时期的文化

所不见,虽然数量较少,不占主流,但说明营盘山遗址的居民在生计模式(渔业)和信仰方面(尚红)与甘青地

区比较也有自己的特点”①。这或许是受到齐家文化的影响,或许是文化在当地调适的表现,但说明这一时

期岷江上游文化有外来与本土之别。
文化复合的现象,可能是不同时期人群先来后到迁居的结果。考古发现,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就不断有黄

河上游的人群往藏羌彝走廊迁徙。如汉源富林遗址等即是佐证。只是那时人群多在雅砻江上游、大渡河上

游等活动,还很零星分散。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迁徙人群大为丰富,由于可能从不同的路线河谷迁徙,且从

开阔平坦之地向狭窄的高山峡谷移动聚集了不同线路的人群,从而形成不同的族群,如澜沧江上游卡若文化

为代表的人群、大渡河上游丹巴中路罕额依文化为代表的人群、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人群等②。
迁到岷江上游的族群是多次的、持续的,故有黄帝娶嫘祖、昌意娶蜀山氏女,及帝喾〔颛顼〕“封其支庶于

蜀”的传说,即氐羌人中的一支不断迁来,与之前居于岷山的人逐渐形成古蜀部族。古蜀部族主要居住在岷

江上游的岷山区域。岷山石料丰富,为石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
目前学界关于藏羌彝走廊石棺葬问题还存在较大分歧。如对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就众说纷纭,较有

代表性的观点有羌人说、氐人说、戈基人说、蜀人说、夷人说、僰人说等。“虽然在族属认识上有较大差异,但
‘冉駹’是该地区主体居民是主流观点”③。

根据相关研究,冉駹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生活在今四川西北地区,是当地历史悠久的一个土

著民族。他们约从中原的先秦到东汉晚期,一直有行石棺葬的文化传统,且居于石室,擅建石砌高碉。
冉駹的风俗与文献中所载古蜀人蚕丛氏风俗相近。西汉扬雄《蜀都赋》有“王基既夷,蜀侯尚丛,邛笼石

栖,岓岑倚从”④之句。“尚”即开明尚,“丛”即蚕丛,“邛笼”一词据语言学家的考证即碉楼⑤。章樵在《古文

苑·蜀都赋》注引《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⑥,从中可知古蜀有居住石室、修筑碉楼的传统。古蜀

国历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几代蜀王,创造过灿烂文化。《华阳国志》载,蜀侯蚕丛死,“作石棺石

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⑦。可知蚕丛氏部族的风俗是生居石室、死葬石棺,形象是“纵目”,
即后来三星堆蜀人的嫡系祖先。这些人的“纵目”特征,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上有夸张的表达。从

石棺葬是“纵目人”古蜀王蚕丛氏蜀人的风俗来看,后来见诸记载的行石棺葬的冉駹人当与其关系紧密。
有学者认为蚕丛的别称就是冉駹⑧,“蚕丛”、“冉駹”可能是不同时期不同记录者对居住在岷江上游地区

同一族群的不同音译。今天的羌族自称“尔玛”,四川话发音与“冉駹”也较为相同。也有学者提出,冉駹是同

源于蚕丛氏的蜀人支系⑨,都是发源于甘青的氐羌族系。在上古时代,氐羌中的一支向东进入平原,与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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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华人杂居融合,孕育中华文化。一支又向东南迁居进入岷山地区,依山势而居,垒石为穴。原居住在岷山

河谷的人称为蜀山氏。蜀山氏的女子与迁徙而来的黄帝系联姻,生蚕丛。蚕丛为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率领

一部分族人从岷山向成都平原迁徙,建立了古蜀国,而留居岷江上游的一部分蜀人,至迟在夏代也建立了以

冉、駹(尨)二大部落为核心的冉駹古国。
此二说均有一定依据,但从岷江上游并非单一文化而是多个时代的叠加来看,或许冉駹为更早迁入的氐

羌人群,与蚕丛氏居于相同地区,葬俗及信仰在文化交融中趋同。
到了中原的商周时期,由于“周失纲纪”,蚕丛“始称王”①。蚕丛为王,将原来自己部族的故俗彰而成为

国风,故而考古发现,在商周时期,石棺葬在西北原本是小众的墓葬,而到了此时的古蜀岷江流域则突然很盛

行。石棺葬不仅在岷山流行,作为一种丧葬习俗,有敬奉先祖和通达神灵、彰显权力的作用,因而即便在石料

不便的地区也依然被保存下来。不过,蚕丛氏由于不断从高山往平原迁徙,居住方式则发生了变化。蚕丛氏

蜀人迁居成都平原后,居住方式则以成都平原气候和出产的方便,改为木棍和竹片编篱再抹泥、上盖茅草的

方式。留居原地的蜀人冉駹依然居住石室、行石棺葬、建石碉。
处于青铜时代的卡约、寺洼文化的古羌人,在西北一带过着游牧生活。东周时期,羌人为秦国所逼,或西

移、或南迁,各自为种。《后汉书》如是记载:
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

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其后世世为豪。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獂戎。忍季父卯畏秦之威,将其

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
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②

无弋爰剑,即今羌族始祖。其故事不仅文献中有记载,在民间故事里也有讲述。东周时期,羌人迁徙,进
入西南地区后,便分化为若干支系。

结合《羌戈大战》的史诗来看,其中有一支应是迁徙到岷江上游,并与另一支居住于此的人群发生了争夺

生存之地的战争。即《羌戈大战》中,描述其祖先进入岷江上游地区之时,与居住于该地区的土著“戈人”发生

的战争。在《羌戈大战》中,羌人在天神和白石的护佑下得胜,然后,“羌人进驻格溜地,建村筑寨扎营盘;阿巴

白构令羌兵,上下九沟把寨安。格溜本是戈人地,柴多水足广出产;十八大将驻隘口,各沟各寨设栅栏”③,明
确说明羌人占据了戈人的土地。除韵文体的《羌戈大战》外,在1980年搜集于汶川县雁门乡索桥村释比袁世

琨口中的无韵民间故事《羌戈大战》中,也讲木姐珠和斗安珠婚后生了九个儿子,分成了九个部落,各率部从

西北往岷山上游迁徙,与当地土著戈基人大战。羌人在天神相助及以白石为工具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大

儿子构这个部落,就在龙沟踏水坝修了羌寨,建碉楼,供白石,来纪念天神木比塔④。该故事对羌族迁徙的历

史和白石的作用都作了说明。而这次大战,戈人战败,逃往了“常年落雪”之处,即往更高寒的地区,而“常年

落雨之处”的岷江上游则让给了羌人居住⑤。“戈人”又称“戈基人”,特点是“纵目”,并“生居石室,死葬石

棺”。根据“戈人”的风俗,学界推测即“冉駹”人。
新迁入的羌人带来在墓中随葬白石的传统,即在卡约、寺洼墓葬中常见的随葬白石的丧葬形式,并实行

火葬的风俗,同时受到部分仍留居原地的冉駹百姓的影响,也行石棺葬。如羌人自己的传说中就认为石棺葬

不是自己祖先的,是“戈基戛钵”即“戈人墓”。
文化的再度融合,使岷江上游地区人群既行石棺葬,也信奉白石,故在茂县别立、勒石石棺葬中都看到随

葬石头的情形。这些随葬白石的族群后来被称为羌族。
战败的一部分冉駹人往海拔更高的地方如大渡河上游等地迁徙,带去了石棺葬和修高碉的传统。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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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河流域的石棺葬和高碉的遗迹都很多,也是今天嘉绒藏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岷江上游以西、大渡河流域一

带的嘉绒藏族,自称“葛庐”,“葛”音同“戈”,“庐”是“人”的意思,推测“戈人”即自称“葛庐”的嘉绒藏族的前

身①。法国学者石泰安也认为,“噶族”与今之藏族关系密切,是藏族的一支②。
无弋爰剑的后裔,还有支系沿着藏羌彝走廊的河道,往南其他地域迁移,有些支系南下到大渡河、安宁河

流域,与原来分布在这一带的氐羌族群会合,形成了许多近现代民族,如西南地区的白族、纳西族、景颇族等。
古羌人是今藏缅语系各族的主要来源③。孙宏开认为,现今有白石崇拜习俗的民族不仅是当代羌族,而且是

羌语支语言使用者的一个古老的、共同的文化特征④。
另一方面,石崇拜的风俗也在不断南传。古蜀国在公元前316年被秦所灭,但尚有一部分开明氏余脉南

迁避祸。如文献记载古蜀国王子安阳王远徙越南并建立国家⑤。在古蜀文化嬗变、迁徙的过程中,虽然古蜀

国的葬式也有改为船棺葬的,但古蜀人的石棺葬和纵目叙事也有保留并不断南传。如彝语支民族,被认为是

古代昆明夷南迁与南方濮人发生冲突与融合,分化形成的各支系民族。《西南彝志》中记载了不少关于彝族

先民与濮人相遇后,征服了濮人,占领了濮人的土地,于是“濮变彝了”的传说,当然也有“彝变濮了”的传

说⑥。昆明夷有出自氐羌系古蜀人成分。走廊南端的昌宁大甸山古墓葬,“部分墓坑中还竖立有石块,所出

山字格剑与滇西北石棺墓出土的同类器极为相似,推断这类墓葬与西北地区的氐、羌文化有关”⑦,可见北方

文化的渐次传播和嬗变。也就是说,在北方文化不断南下迁播与当地文化的交融调适中,一方面石崇拜在传

承,另一方面某些符号则嬗变或丢失了。由此,石棺葬发生了演变,如蜀王死后要在墓前树立巨大的石块⑧,
现今在西昌、冕宁、越西等地发现的大石墓受古蜀石文化的影响⑨,大石墓极有可能是由原蜀国境内的邛人

向越嶲(今越西)一带迁徙所造成的。随着文化的南迁与在地化的调适,不仅石棺葬演变成了立大石块或大

石墓,石碉也由地理环境的改变成为土石碉、土碉或者消失。古蜀人的纵目叙事则保留在口传叙事中,连接

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如彝族史诗《阿细的先基》、《梅葛》、《查姆》都说人类曾有直目人的时代,纳西族的史诗

《创世纪》、傈僳族神话《盘古造人》也有竖目人的表述,可以说,“纵目神话现今最完整地保留在西南地区的

彝、纳西、傈僳等民族中,正说明了古蜀与现代彝语支一些民族之间存在密切的文化渊源关系”。在北方石

崇拜的不断南迁与地方化中,石的叙事是多元的,总体表现出泛石、大石崇拜的倾向,与祖先崇拜、生殖崇拜

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石表述在不断迁播中随着多元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不同的族群及文化风貌。
四 结语

藏羌彝走廊关于石的表述很丰富,从历史遗存、考古发现、民间文学叙事及民俗生活仪式中都能看到石

崇拜的各种符号。通过多重证据的互证和推测,大约从旧石器时代就开始有甘青人群南下迁徙,到新石器时

代,文化已很繁荣。岷江上游作为石崇拜的一个关键节点,不仅有营盘山遗址说明与甘青氐羌族系的关系,
还在营盘山遗址看到石棺葬,且茂县石棺葬中有随葬白石,当今岷江上游仍有很多石碉等,与文献记载中黄

帝系与蜀山氏联姻成为蚕丛氏,古蜀蚕丛氏以“生居石室、死葬石棺”为国俗,作为蚕丛氏别名或同族支系的

冉駹人在汉代文献中就记载善建高碉,可知石棺葬、白石崇拜、石碉之间的关联,是古羌文化的符号遗留。但

石棺葬不等同于白石崇拜,石棺葬人群更早到达大渡河上游,但很稀少,不起决定作用。白石信仰的人群约

在东周时期更大量地迁入,带来白石文化的显性影响,在后世迁徙到不同地域并与多种文化交汇,形成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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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近现代的不同民族。不过,共同的早期文化基因使得白石信仰成为藏羌彝走廊上羌语支、藏语支民族文化

圈的边界,并与石棺葬、石碉形成相互关联的叠加文化圈。而其他族群对石的崇拜则汇合远古文化、地方化

调适、与其他民族文化的融合,呈现巨石或泛石崇拜的状态,在石表述中识别度不高,未形成一个特别的文化

圈。在白石文化圈中,白石成为人们多种希冀与愿望的载体和守护神。这些汇聚到当代依然存在的物象和

信仰,是历史以来人群迁徙、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
总之,石表述在族群文化的表征、连接历史与族群记忆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我们了解藏羌彝走

廊的民族文化迁播与交融具有非凡的意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一环,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根基,对今天认识走廊多民族之间的关联和共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Migration Dissemination andIntegrationofStoneRepresentationsinthe
ContextofMultipleEvidencesintheCorridorofTibetan QiangandYi

LiuBo YangQian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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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CorridorofTibetan QiangandYiishometoarichvarietyofstonerepresentations Stone
coffins whitestones andstonetowersformasimilarculturalsphere whiletheworshipofpan-stoneand
megalithsisalsoprevalent Stoneservesasacarrierofmultiplebeliefsandarepresentationofvariouscul-
tures Therepresentationofstoneconnectsthemigration dissemin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integration
ofthepeopleintheCorridorofTibetan QiangandYithroughouthistory Byexaminingmultiplelinesof
evidence wecananalyzethecluesandachievementsofthemigrationanddisseminationofstonerepresen-
tationsintheCorridorofTibetan QiangandYi whichisvitallysignificantforunderstandingtheassocia-
tionsandcommonalitiesamongtheethnicgroupsintheCorridor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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